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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微观调查数据,以受限截尾模型为基础,采用集束化估计方法,深入刻画不同类型人力资

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影响格局。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正规教育,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效应

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与个体行为、资源可及性及民生保障等层面市民化相比,心理情感受到正规教育的作

用强度更大。在代际差异上,技能培训的作用均高于正规教育,但对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作用效应更明显。

据此,提出有策略分类型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构建文化课堂工程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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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不再片面地强调经济增长,而是将促改革、调结构作为经济发

展的重要任务。当前,中央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正在有效地消解城乡二元结构,但农民工

市民化滞后于城镇化却严重制约社会经济转型升级。据统计,2016年农民工数量超过了2.8亿

人①,大多数处于“移而不转”的状态;另据“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课题组[1]预测:到
2020年,仍将有超过2.2亿农民工没有实现市民化。长期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城

镇化工作,屡次强调要将推动和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作为战略性任务来抓,明确指出推进新型城镇化

是中国面临最大的结构性调整②,提出新型城镇化必须实现以“人”为核心。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
前农民工市民化还面临着较多的阻碍与困难,其中农村教育水平与城市相比总体偏低,导致农村劳

动力相对于城市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也偏低是其中主因之一。近些年来,国家通过支持乡村教师计

划、农村校舍标准化建设等软硬件建设,大力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同时以购买公共服务等方式

为农民工提供的各类职业培训,为提升农民工的技能水平增强其创业就业能力,提高农民工市民化

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长期受到学界的瞩目。国外对流动人口转移与市民化的研究成果颇

丰,主要包括“推—拉”理论[2]、发展经济学中的城乡二元结构理论[3]以及人力资本学说[4]和社会资

①

②

国家统计局2017年4月28日发布《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指出,目前全国农民工数量达2.8亿。见网址:http://

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4/t20170428_1489334.html。

2014年9月1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夏季达沃斯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中国城乡和区域发展还很不平衡,差距大、潜力

也大。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最大的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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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说[5]等,这些成果或被国内直接用于解释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或成为国内相关研究的视角[6]。
国内大量研究主要从经济、制度因素等层面探讨影响劳动力流动及市民化的影响因素。有学

者认为经济因素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7-8],有从产业发展的角度认为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

是第一影响因素[9],而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社会资本水平是关键因素[10-11]。也有学者认为虽然

经济动因是第一因素,但不可忽视人力资本的间接作用[12]。还有学者研究认为,个体特征及职业

特征才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13]。
此外,一些研究则聚焦于人力资本自身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学者们认为人力资本与地缘

特征等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了共同作用[14],人力资本是显著影响市民化能力的主要因素之

一[15],其中,受教育程度处于最主要的位置[16],因此,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在于农村教育的

滞后导致劳动力的素质低下。另外,有学者认为参与培训及培训次数、拥有技能项数及技术等级对

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显著,而学历水平影响微弱[17]。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为进一步厘清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与状态的影响因素提供了重要边际贡献,

开阔了视野,无疑对本研究具有重要启发和借鉴意义,但研究仍存在不少值得提升或细化的空间,
就人力资本这一因素而言,以往研究鲜有深入人力资本内部,比较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在农民工市民

化进程中的差异化影响。基此,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丰富现有研究:第一,从行为、心理、资源、民
生等内在和外生、主观情感和客观条件双面建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分层测度指数和综合衡量指

数,多层次、多角度定量考察农民工市民化状态的影响关系;第二,深入人力资本内部,刻画不同类

型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差序化作用效应的基本格局;第三,通过研究交叉项的影响考量正

规教育与技能培训两种不同人力资本在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上可能存在的替代或互补效应。这些验

证和考察将进一步提高人们对人力资本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作用的认识,对强化顶层设计、加快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和学术意义。

二、逻辑基础与理论分析

如上所述,国外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的理论颇多,经典二元结构理论认为,劳动力存在

着从落后的农业经济部门向先进的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拉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

的唯一动力源泉。其后相关理论作了一些细节补充,如认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是动力之根[18],
而消费结构变化是动力基础[19]等等。这些理论无不将外部因素视为动力之本,曾为各国劳动力流

动与转移提供了强大的解释力,对中国而言亦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毫无疑问,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具备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的共同特征与驱动策源。

在这一前提下,分析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又不能离开中国历史元素及特殊国情。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这些年来城镇化虽然得到长足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甚至与处于相同阶段的发展

中国家仍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不仅体现在城镇化水平的面子上,更体现在公共服务、资源分配等城

镇化的里子上。要厘清这些,首先需深入了解中国农民工转移演变特征与动力机制。近四十年来,
农民工转移大抵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业与经济双驱动的空间转移期。1978年,随着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村存在数

以亿计的长期隐性失业群体被暴露出来,构成了农村最初的剩余劳动力,这些急于寻找就业出口的

劳动力,给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供需的完美结合造就了农民工第一次大规模流动与转

移。但随着城市经济特别是沿海特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差距急剧扩大,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在城

市经济竞争挤压下效益下滑、劳动力吸纳能力下降,大批农民工离开家乡,前往城市工业部门寻找就

业机会,演绎了农民工就业空间远距离大规模转移的新阶段。这一阶段基本完成了农民工大规模的

空间转移,但在严格的户籍制度控制下,城市仅成为农民工的栖息地,农民工身份与空间严重扭曲。
第二阶段,积累与隔离政策突破僵持期。经过十几年的积累,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上完成了从

农村流动到城市的空间转移,农民工总规模人数进入相对稳定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为城市发展做



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迟迟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和资源,如住房医疗、教育服务和资源等,积
累了大量社会问题,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此情形下,一些农民工流量大、问题尖锐的地

方开始尝试寻找解决途径,如通过积分方式解决城市落户等,局部政策制度有所松动,但是依旧没

有根本性突破,问题积累与政策制度进入僵持期。
第三阶段,消化与突破隐形墙时期。第一代农民工所积累下来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子

女们已逐步加入这一群体,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高,更追

求自由、开放,对融入城市愿望更加强烈。新旧问题叠加,矛盾剧烈,从根本上给予有效解决农民工

的市民化问题已无法回避,迫在眉睫。中央已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正加强顶层设计、积极化解。
事实上,这三个阶段并不是泾渭分明、毫不相干,而是叠加交叉、相互影响。当前,中国农民工

正处于第二阶段末、第三阶段初期,即农民工基本完成了从乡村到城市的空间转移,正处于突破城

市隐形墙的关键时期。虽然中央政府正下大力气啃硬骨头解决这一难题,但是经历了漫长时间的

制度性隔离形成的坚冰难破,农民工市民化仍然困难重重。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这么一个资源强约束下推进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实现城镇化和市民化,意

味着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之间形成某种程度上的竞争关系,这种关系的共同指向就是公共产品的供

给政策。正因如此,在过去几十年中,出于种种原因政府与城镇居民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阻挡农民

工进城(市民化)的合约,主要体现在政府制定政策形成制度和资源墙,城镇居民则以舆论氛围为手

段构建行为和心理墙。两者整合是通过经济约束、政策约束、心理约束等具体化,客观上形成了政

府与居民在城乡间共同构建众多隐形墙。概括而言,主要有行为隐形墙、心理隐形墙、资源隐形墙

和政策隐形墙等,如图1所示。

图1 农民工市民化的隐形之墙

  应该承认,在过去不涉及公共资源共享的城

镇化阶段(与之对应是市民化),政府通过行政行

为将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竞争关系人为潜藏、淡
化了。但当农民工城镇化完成之后转入市民化

阶段时,其间的竞争关系将被激活而且日趋炽热

化,同时也进一步拉升农民工自身之间所存在的

竞争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上述四大隐形墙将无

可避免地强化。可喜的是,政府所织起以政策、
规章等为支点的那道墙正在一点点被撕破,然而

积重难返,要完全撕开仍需时日。对此,农民工

必须依赖于自身的努力,积极培育、积累人力资

本利器,对这些隐形墙各个击破,才能从根本上

完全实现市民化。
众所周知,人力资本是增进农民工素质和能力的基本载体。不少研究证实,人力资本对推动农

民工转移和市民化具重要影响。在国家强化顶层设计推动、舆论环境相对宽松、农民工更为自信的

时代背景下,研究仍需进一步细化,特别是深入人力资本内部,探讨何种人力资本更能促进农民工

市民化。这对进一步完善市民化的政策、强化新型城镇化的改革策略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

时,也利于指导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正确搜寻最适合自己的人力资本作为支撑。
随着国家确定新型城镇化大战略,农民工市民化已成为国家意志。必须深刻认识到,农民工市

民化过程不仅仅是一个迁移过程,更是一个资源重组配置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心理情感与制度供

给相融合的过程。本文研究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只有置身于中国实际,基于以上分析从四维度隐

形墙理论视角切入,从若干个指标将其具体化为四个指数,包括个体行为指数(简为“行为指数”)、
个体心理指数(简为“心理指数”)、资源可及性指数(简为“资源指数”)和民生保障指数(简为“民生

指数”),才能正确全面地反映和测度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为科学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关系奠定



逻辑与理论前提。

三、数据与变量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人力资本统计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14-2015年项

目调查数据,考虑到农民工跨区域流动性较强,
我们主要选择一个县级市、一个地级市、一个省

会城市和一个大型城市作为调查地点,学历为大

专以下在城市中工作的农民工群体。调查发放

1500份问卷,收回1461份,经筛选有效样本为

1427个,调查样本户籍来源分布于重庆、四川、
广东、河南、广西等地,既有民族地区,也有汉族

地区,有山区地区,也有平原地区,具有较为典型

的代表性。
表1展现了调查样本农民工参与技能培训

和受教育程度情况。可以看出,农民工以初中学

历为主,约占到总样本量的5成,其次是小学学

表1 样本受教育水平与参加技能培训的基本情况

项目 样本数 比例(%)

受教育水平

文盲 208 14.6
小学 276 19.3
初中 718 50.3

高中及以上
(其中大专19人) 225 15.8

是否参加培训

参加过 417 29.2
未参加过 1010 70.8
培训时长

短期培训 315 22.1
长期培训

(30天及以上) 102 7.1

历,占到近2成,高中及以上次之,文盲的比重最小,为14.6%。说明我国农民工总体受教育水平较

过去已有所改善,学历层次有所提高。培训方面,有近3成的农民工参加过培训,虽然仍较少,但比

前些年有了一些提升,这主要得益于近几年来各地大力推进的农民工创业就业培训。而参加长期

短训的农民工仅占总样本为7.1%,比例偏低。
(二)变量设计及操作化值

1.市民化程度。找到衡量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合理变量是关键。在中国,由于农民工市民化

是一个多维度立体性变化的综合过程,受到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很难直接观测

到,不能用单一变量来表征,必须通过其他指标和变量进行间接测度。基此,本研究认为,衡量市民

化程度时,应综合考虑主观融入多少与客观接纳程度,在选取相关指标时必须兼顾主、客观两层面,
才能代表农民工市民化的总体状况和基本面。因此,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认为用内生性指标

与外生性指标来划分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较为科学合理,其中,内生性指标主要从内在行为及心理情

感等来考量,包括行为指数和心理指数,而外生指标侧重于考察农民工所面临的客观因素,包括资

源指数和民生指数具体如表2所示。
为了便于将相关指标操作化,问卷设计时,我们将上述的二级指标具体化为3~4个三级指标,

每个三级指标设计一道问题,这样通过建立一道指标体系将市民化转换为若干个替代性变量。在

具体分析时,需对这些指标进行逆算为对应的指数或市民化值,使之转化为某单一变量,以便于统

计分析。在调研设计及推进过程中,我们对不同指标运用不同处理方式。涉及农民工切身感受的

指标,我们直接采取农民工主观评价值(0~10)使变量操作化,主要包括心理指数的几个主要指标;
其他指标主要依据农民工自身的客观条件或数据经一定折算后转化为0~10的具体操作值,如对

于“收入水平”的市民化值,研究将农民工实际收入与上一年度当地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再乘以10得到;“消费习惯”用农民工饮食花费所占比除以城镇居民相应占比,再乘以10得到;“社
会交往”用农民工与当地城市居民交往人数的比例乘以10表示。值得一提的是,在“社会认可”指
标上,由于无法获取社会对于每位农民工的独立评价,本研究用农民工自我感受的社会认可程度与

所在城市居民对农民工认可的普遍值之比乘以10得到。
对于各指标的权重比例,我们认为在新常态下,国家正积极破除各种陈规,立新章,内生性与外生



性指标应同等重视,因此本研究赋予内生性和外生性指标等权。具体到二级和三级指标时,结合既有

研究文献,本研究在计算各层面的指数与综合指数时,也考虑对二级和三级指标均赋予相同的权重。
表2 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指标指数体系

一级 二级 三级 操作化值

内生性指标
(0.5)

行为墙
(行为指数)

收入水平 与城镇居民上一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0
消费习惯 饮食花费比与所在城镇居民花费之比的比值*10
社会交往 日常中与城镇居民交往的人数占总人数比重*10

心理墙
(心理指数)

思想观念 主观评价0~10分(0为完全没变,10完全变)
自身定位 主观评价0~10分(农民工对自身评价0~10)
身份认同 主观评价0~10分(0为不认同,10为完全认同)
社会认可 认同感与当地社会普遍感受之比*10

外生性指标
(0.5)

资源墙
(资源指数)

工作稳定性 实地调研者结合受调研者描述评分(0~10)
居住条件 调研者实地考查结合受调研者描述评分(0~10)
教育资源 当地公立学校入学的便利度(结合自身评价0~10)

娱乐文化等设施 使用相关设施次数与城镇居民平均次数之比*10

民生墙
(民生指数)

养老保险 与所在城镇居民平均缴纳值之比*10
医疗保险 与所在城镇居民平均享受额度之比*10
失业保险 与所在城镇居民平均缴纳值之比*10

  2.人力资本差异。本研究核心变量为正规教育与技能培训两个变量。在实际操作中,对于教

育水平本文使用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具体为:小学毕业=6年,初中毕业=9年,高中毕业(职高、中
专、技校等)=12年,大专(电大、自考、函授等)=15年,由于大专及以上的人数少,将其归并于高中

及以上(平均为13年)。另外,为了考察各学历段的影响状况,我们将教育程度按一般划分为四个

等级组,文盲组、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及以上组,以高中及以上组为参照组纳入模型中。

技能培训变量值通过“是否参加过培训”“参加几次培训”及“每次培训时间多长”三个主要问题

获取。调研中发现参加过培训的农民工,次数最多的达到6次。本研究根据问卷及变量设计需要,

农民工参训时间按其实际参加培训次数及时间累加,考虑到可比性及科学性,少数农民工参加多于

3次培训,选取其认为最重要的3次作为计算依据。在时间划分上,本研究将培训累计时间为30
天及以下的划为短期培训,累积时间达30天以上的划为长期培训。据此总样本划分为未受培训、

短期培训和长期培训三个类别。

3.个体特征差异。除上述核心变量外,为使模型评估更符合实际、更科学合理,必须考虑一些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几种类型:一是农民工个体与家庭的基本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

况、创业与否、职业特征、家庭耕地禀赋等;二是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变量。参照国家行业划分标

准,主要分为建筑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七大行业,纳入模型时以建筑业为参照。

此外,为了考察农民工所处的城市级别的影响,以县级市、地级市、省会城市、大型城市为分组依据,

分别赋予1~4值将城市级别变量引入。同时,农民工的健康状况通常也会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信

心及主观感受,模型也引入这一变量。

四、研究策略与结果分析

(一)研究策略与方法

用市民化指标加权平均指数衡量(测度)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此数据依据问卷设定取值在0~
10之间,各指标的取值范围受限,计算得到的各指数及总指数也必然受限,对于这种受限因变量

(LimitedDependentVariable)的处理,JamesJHeckman[20-21]等人最早发现此问题,并提出基于受

限截尾模型、样本选择模型等进行估计的解决办法。结合本研究实际,我们选用受限双截尾模型进



行估计。
设X表示用于解释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指数的自变量,Y表示市民化程度相关指数值。显然Y

可正可负,负值表示农民工不愿意评分或评负分,正值则取其对应值,但由于受取值约束(010)的
影响,农民工在对自身相关指标评价时,最低值只能取0,最高值只能取10,存在:

Y
XTβ+ε,如果XTβ+ε>0
0,   如果XTβ+ε≤0{

  值得一提的是,现实中可能存在部分农民工虽然对一些指标给出的评分是正值,但由于受囿于

客观现实,其市民化的效用可能是负值,这种情况的存在一般要求对模型加以修正,办法是设定存

在一效用函数,假设市民化的效用函数与回农村的效用函数之差为ZTα+δ,如果相对效用函数是

非负的,则农民工愿意市民化,如果相对效用函数是负的,则不愿意市民化。模型修正为:

Y
XTβ+ε,如果ZTα+δ>0
0,   如果ZTα+δ≤0{

  但是,本文仅考虑农民工市民化的客观情况,测量农民工市民化的客观程度,并不考虑到其效

用问题,因此建立如下受限截尾模型:

Y=c+βiXi+αjXj+δkXk +μ(0≤Y ≤10)

  其中,Y表示市民化程度各类指数,Xi表示技能培训自变量,Xj表示正规教育自变量,Xk 表示

其他控制变量。
同时,为了综合比较技能培训与正规教育两类变量的影响效应差异,本文借鉴DavidR.Heise

集束化系数(SheafCoefficients)[22]技术,对总指数和不同层面的指数进行估计,以分析两者在总体

和群体中作用效应的差异。
(二)结果分析

1.结果估计。表2给出了深入农民工市民化指数各主要层面,包括个体行为指数、个体心理

指数、资源可及性指数与民生保障指数等层面市民化影响模型的估计结果。同时,末列(1)从总体

上考察农民工市民化总指标的影响因素情况,其中,将受教育年限作为受教育水平替代性因素纳入

模型对总指数进行回归,为避免共线性,在(2)中将受教育年限去掉后,加入受教育程度,并以高中

及以上为参照组,估计各阶段正规教育对市民化总指数的影响。

2.结果分析。(1)技能培训。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总体上看,获
得长期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边际效用更大,效用提高了20.2%。从各层面上看,长期培训对农民

工个体行为指数、个体心理指数、资源可及性指数和民生保障指数等的提升作用较短期更大,无论

是短期培训还是长期培训,都对农民工的行为、资源与民生层面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相对而言,长
期培训的作用明显。在个体心理上,技能培训的影响没有统计学意义。

(2)受教育程度。将教育分为高中及以上组、初中组、小学组和文盲组,估计结果表明,受教育

程度对各个层面均产生了正向影响,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每提高1年,农民工市

民化总体状况改善幅度达16.7%,分层面看,对农民工的个体行为市民化指数提高13.3%,个体心

理指数提高20.1%,资源可及性指数提高10.3%,民生保障指数提高14.2%①,这反映了受教育水

平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程度的平均值。表中列出了受教育程度各学习阶段对农民工市民化各层级

指数及总体指数的影响情况,不难看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体市民化指数上,高中及以上

组相对于文盲组、小学组和初中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分别提高了17.8%、13.5%和9.7%。表明,
高中及以上农民工市民化状况较其他组更明显。如果具体到各个层面,可以发现,在个体行为指数

上,高中及以上组相对于文盲和小学组都有不同程度提升,但与初中组并无明显差异;在个体心理

① 由于篇幅原因,在具体各层面的估计结果中未列出受教育年限的影响结果,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指数上,高中组比其他组均有明显提高,表明文化型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情感因素有较大影

响;在资源可及性指数和民生保障指数方面,高中组较文盲组及小学组有所提高,而与初中组的差

异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3)健康状况。从市民化总体指数上看,相对于健康良好的农民工,健康为中等和一般无显著差

异,但相对身体较差的农民工存在明显差异。这种趋势同样呈现在各层面的市民化指数上,表明农民

工在市民化方面,健康因素的影响只体现在身体较差的农民工身上,反映了我国医疗保障的重要性。
(4)个体特征及行业。从市民化总指数上看,年龄越小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相应地越高;未婚

较已婚而言,市民化程度更高;创业者比未创业者更高;从事脑力劳动的农民工市民化更高;但家庭

拥有耕地数对市民化程度无显著影响。针对分布于不同行业的农民而言,从事交能运输、仓储、邮
政业及居民服务、修理等服务行业的农民工市民化更高,此外,农民工所在的城市级别越高,其市民

化程度就越弱。女生相对于男性而言,市民化程度更高,大都通过了10%水平以上检验。

3.异质性分析。
(1)两种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

表3 市民化程度分类型指数的Tobit模型估计

解释变量
内生性指数

行为指数 心理指数

外生性指数

资源指数 民生指数

市民化总指数

(1) (2)
人力资本变量

短期培训(“未受培训”为参照) 0.1029*** 0.1824*** 0.1014*** 0.1751** 0.1254** 0.1136**

长期培训(“未受培训”为参照) 0.2215** 0.2321*** 0.2037*** 0.3608*** 0.1983*** 0.2024***

受教育年限 — — — — 0.237***

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上为参照”)
文盲 -0.1152** -0.1137*** -0.1316** -0.1124** — -0.1782**

小学 -0.1236** -0.1498** -0.2014* -0.3352* — -0.1349**

初中 -0.3891 -0.2520** -0.2053 -0.2641 — -0.0967**

健康状况(以“良好”为参照)
中等 -0.1574 -0.1038 -0.5219 -0.0470 -0.0881 -0.0912
一般 -0.1369 -0.0473 -0.4031 -0.0414* -0.0246 -0.0317
较差 -0.2807** -0.3144* -0.3086** -0.1079** -0.2703** -0.2680**

个人和家庭基本特征变量

年龄 -0.0196** -0.0268*** -0.0246* -0.0384** -0.0837** -0.0749**

性别 -0.1251* -0.2614* -0.1378* -0.2814** -0.3102* -0.2977*

婚姻状况(“未婚”参照) -0.2487** -0.3152*** -0.1840*** -0.0344* -0.0297* -0.0308**

创业与否(“非创业者”为参照) 0.4211** 0.1550** 0.2808** 0.1083** 0.2034 0.1946***

职业类别(“体力”为参照) 0.0328* 0.0421** 0.0523* 0.0314* 0.0291** 0.0301*

家庭耕地数(亩) 0.0147 0.0198 0.0260 0.0317 0.0218 0.0314
行业(以“建筑业”为参照)

制造业 0.2378* 0.7105 0.2302* 0.1001* 0.1493 0.1508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 0.3627** 0.1694* 0.4231** 0.1215** 0.2032* 0.2176**

住宿及餐饮业 0.8011 0.3250 0.5624 0.3042* 0.2097 0.1985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0.2554** 0.4175** 0.2964** 0.2053** 0.2179*** 0.2080***

批发和零售业 0.3486** 0.2890* 0.2317* 0.2057 0.3001* 0.2993*

其他行业 -0.1020 -0.1107 -0.2101 -0.2002 -0.0294 -0.0309
城市级别 -0.3048** -0.2051** -0.3047*** -0.2241* -0.3065** -0.2976**

R2 0.7998 0.9280 0.9212 0.8967 0.8976 0.9085

  注:标有*、**、***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和1%,下同

为进一步讨论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效果上存在的替代或互补关系,本研究引入短期

培训、长期培训与各正规教育的交互项。模型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与

技能培训的交互项在各模型中对农民工市民化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就培训时长而言,参加短

期培训分别使文盲、小学、初中学历与高中及以上学历组之间的差距缩小了0.6320、0.6011和

0.3495。不难发现,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短期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作用逐步减小;长期培



训分别使文盲组、小学组和初中组与高中及以上学历组之间的差距缩小了0.7979、0.8706和0.4230。
这表明培训对正规教育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且长期培训较短期培训的替代作用更明显。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培训和正规教育对农民工市民化均具推动作用,且两者之间存在着一

定的替代关系,长期培训的替代效应更明显。值得一提的是,从各层面看,正规教育对个体情感融

入城市的影响作用更明显,而培训对各个层面的影响均表现抢眼。无论是短期培训还是长期培训,
对农民工城镇的情感融合的影响作用都不明显,而正规教育的影响在1%水平通过检验。

表4 市民化程度总指数的Tobit模型交互项影响估计

解释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短期培训 0.2179** 0.2206** 0.2189** 0.2201*** 0.2198*** 0.2202**

长期培训 0.2706** 0.2688*** 0.2676*** 0.2695*** 0.2710** 0.2707**

文盲 -0.2678** -0.2701** -0.2819** -0.2680** -0.2742** -0.2816**

小学 -0.1979***-0.1887** -0.2010***-0.2019** -0.2108*** -0.2163***

初中 -0.0709* -0.0688***-0.0714** -0.0707** -0.0687** -0.0745**

短期培训*文盲 0.6320**

短期培训*小学 0.6011***

短期培训*初中 0.3495***

长期培训*文盲 0.7970***

长期培训*小学 0.8706***

长期培训*初中 0.4230***

控制变量和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拟R2 0.1780 0.1790 0.1781 0.1791 0.1780 0.1791
P值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两种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总效应差异

表5 正规教育与技能培训影响总效应的比较(系数集束化处理)

变量 行为指数 心理指数 资源指数 民生指数 总指数

技能培训  0.4713*** 0.1709*  0.4665***  0.3893***  0.4528***

正规教育 0.2012*** 0.4603*** 0.2317*** 0.2908*** 0.2307***

技能培训/正规教育 2.2315** 0.3713** 2.0134*** 1.3387 1.9627**

N 1427
PseudoR2 0.1821 0.1702 0.1893 0.1896 0.1941

  为回答“何种人力资本更能促进市民化”的问题,本研究借鉴MaartenL.Buis[23]的做法,通过集

束化技术(SheafCoefficients)和方法处理比较技能培训与正规教育的系数。表5为集束化处理的

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总体上,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效应明显高于正规教育。具体而言,正规

教育的集束化系数为0.2307,而技能培训的集束化系数为0.4528,后者的作用强度是前者的1.96
倍,且在5%上显著。表明,技能培训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更为直接和有效的人力资本要素,在促

进农民工市民化方面起到主导作用。但具体到各层面时,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可以看出,在个体

行为指数和资源可及性指数层面上,技能培训影响作用具明显优势,分别是正规教育的2.23倍和

2.01倍;在民生保障指数上,两者的影响效应差异缩小到1.34倍,且未通过显著检验。而在个体心

理的情感层面上,正规教育的影响作用较技能培训明显更大,后者作用强度仅为前者的37.1%。说

明当涉及资源、收入等外在因素时,技能型人力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农民工心理情感融入城

市方面,文化型人力资本更具优势。
如果将技能培训与正规教育的作用强度之和约束为1。可以发现,农民工市民化各层指标上,个

体行为指数、外生资源可及性指数与民生保障指数各效应中,技能培训影响占接近或超过了60%,最
高达66.81%;而农民工的心理情感方面,技能培训影响仅占27.08%(图1所示)。沿着“心理—民生—
行为—资源”这一从内到外的逻辑主线,技能型人力资本的相对影响作用依次增强,表明技能培训对

农民工克服外在障碍有递升推动作用,而对于内在心理情感方面,正规教育的影响效应较强。



图2 技能培训与正规教育的作用强度比较

(3)两种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群体差异

当前,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人口学特征正处于新老交替阶段。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加入,农民工

群体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为了继续探索两种人力资本对农民工群体性的差异,我们进行了分

样本分析。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市民化程度指数代际差异的Tobit模型估计

解释变量
代际差异

第一代总指数 新生代总指数

人力资本变量
短期培训(以“未受培训”为参照) 0.1503** 0.2100**
长期培训(以“未受培训”为参照) 0.2108** 0.3112***

教育程度(以“高中及以上为参照”)
文盲 0.1029** 0.1832**
小学 0.1074 0.1963***
初中 0.1015 0.2437***

健康状况(以“良好”为参照)
中等 0.0768 0.1284
一般 0.0310* 0.1437
较差 0.1845** 0.3001**

个人和家庭基本特征变量
年龄 -0.0783** -0.0904
性别 0.3057* 0.2465***

婚姻状况(以“未婚”参照) -0.0101** -0.0827**
创业与否(以“非创业者”为参照) 0.3025** 0.2379**

职业类别(以“体力”为参照) 0.0329** 0.0708**
家庭耕地数(亩) 0.0153 0.0867

行业(以“建筑业”为参照)
制造业 0.1807** 0.1509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 0.2098** 0.2082***
住宿及餐饮业 -0.2201 -0.292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0.1905* 0.2708***
批发和零售业 0.2207 0.3906***

其他行业 -0.1011 -0.0501
城市级别 -0.3130** -0.0772**

样本量 753 674

  从分样本回归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两种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状况存在一定程度的

群体性差异,具体而言:
首先,技能型人力资本。在分样本回归模型中,不同时长的技能培训系数为正值,且在5%以

上通过检验,表明无论是长期培训还是短期培训,对新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均具正向推动作

用,这种推动作用在不同群体间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从系数大小上看,长期培训均大于短期培

训。从两代不同表现上看,两种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作用系数更大,敏感度更高。
其次,文化型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在代际上存在着较明显的反差。



文盲对新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均有显著影响,但小学及初中学历教育对第一代农民工市民

化均无显著影响,而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着显著影响。表明,教育对农民工市民化的促进作

用具有代际差异,这种作用对新生代影响更为突出。可能原因是第一代农民工由于受到户籍、社会

保障等的约束作用更严格,学历教育在他们身上的促进作用被严重地削弱了,但在相对开放和自由

的改革开改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其自由选择权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各阶段学历教育对

市民化的影响作用得到较充分的发挥。
(4)两种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总效应群体差异

为了更明晰了解两种人力资本在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方面的群体差异状况,同样对模型进行分

样本采用集束化处理方法进行估计。表7为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代际差异上,相对于正规教

育,技能培训对第一代农民工的作用表现更明显。具体而言,在第一代农民工中,技能培训对市民

化发挥的作用是正规教育的3倍,这种差异在1%上通过显著者检验;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前
者仅是后者的2.1倍。可能原因是随着正规教育多元化的推进,技能培训的替代作用在代际之间

有所减弱。具体到各个层面,情况呈现了微妙变化。第一代农民工群体中,相对于正规教育,技能

培训在个体行为指数和民生保障指数,表现出的影响作用强度更大,差异分别为2.1倍和1.9倍;在
外生资源可及性方面,虽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效应已明显减弱,仅为1.2倍。在个体心理指

数上,技能培训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技能培训在个体行为、外生资

源可及性方面均表现抢眼,差异分别为2.4倍和2.12倍,但在民生保障指数上仅为1.03倍,而在心

理情感上,正规教育表现作用更大,技能培训仅为其31.23%。
表7 正规教育与技能培训影响总效应的比较(分样本系数集束化处理)

变量
第一代农民工

行为指数 心理指数 资源指数 民生指数 市民化总指数

技能培训 0.4892** 0.2793** 0.2925** 0.5883** 0.7852***

正规教育 0.2327*** 0.1976 0.2408** 0.3089* 0.2606**

技能培训/正规教育 2.1023*** 1.4136 1.2149** 1.9046*** 3.0131***

样本量 753
新生代农民工

技能培训 0.5863** 0.2506** 0.4253** 0.2658*** 0.6119***

正规教育 0.2439** 0.8022*** 0.1997** 0.2579** 0.2943**

技能培训/正规教育 2.4037** 0.3124*** 2.1298** 1.0307 2.0792**

样本量 674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技能培训与正规教育代表着两种不同特质的人力资本形式,在农民工流动与转移过程中发挥

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本研究基于农民工微观调查数据,运用指数法测度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在受

限截尾模型基础上运用集束化的统计方法,分析比较了技能培训与正规教育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

响效应及差异。研究结论有以下几点:
(一)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技能培训的影响作用对正规教育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长期培训

的替代作用更明显。总体上看,虽然正规教育和技能培训均具有重要的正向推动作用,但技能培训

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效应占有更突出优势地位。
(二)在市民化各指数(层面)上,技能培训与正规教育的影响效应存在细微差异,主要体现正规

教育对农民工城市化的心理情感融入作用强度更大,而技能培训对个体行为、资源可及性与民生保

障等方面的影响更明显。
(三)技能培训与正规教育对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影响作用存在代际差异。相对而言,技能培

训对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直接有效作用更强,这种趋势在民生保障指数上亦表现得突出;而在行

为指数、资源可及性方面,技能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作用选择更明显。此外,在心理情感方



面,技能培训与正规教育对第一代农民工的作用差异不明显,但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正规教育对

其心理情感融入具有更强作用。
本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力资本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反映了不同人

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作用的差序化格局。这些经验发现,对于如何更有效地引导农民工市

民化具有现实的政策启示:
(一)总体上说,农民工文化程度低与技能缺乏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有

策略分类型地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状况是促进其市民化的有效途径。短期内,政府加大公共服务

购买力度为农民工提供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是帮助农民工突破市民化瓶颈的最直接和有效手段;
(二)在农村教育水平长期低于城市的情况下,强化对农民工进行各种职业技能培训,使更多农

民工拥有技能型人力资本,并成为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对行为墙、资源墙及民生墙(归结为隐形

墙)各个击破的有力武器。
(三)构建农民文化课堂工程,给农民工发放教育券,让有意愿再接受正规教育的农民工返回课

堂学习,帮助其化解市民化的心理(情感)之墙。对于多数已离开正规教育轨道且难以返回课堂的

农民工而言,各地可以通过成立农民工心理情感辅导中心,举办心理情感教育,有针对性地帮助农

民工融化市民化过程中的情感之冰。
对广东肇庆学院陈缓缓、于飞等,洛阳师范学院吴江、李伟等,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李珊珊、广西

梧州学院韦娜、覃晓胜等在数据调研中所给予的鼎力支持,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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